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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科學園區被視為地區或區域之成長中心，透過重點建

設的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同時帶動地方相關產業及工商

服務的發展，其中交運輸系統改善，促使其服務地區的交

通可及性增加，因而促成空間競爭型態的相對優勢與劣

勢，這種空間競爭的優劣勢會引起人口、產業重新分佈；

另一方面在地區人口、產業、所得改變後，藉由旅次發生、

旅次分佈及運具選擇與路網指派之特性變化，使得運輸需

求型態產生改變，進而要求運輸系統的改善，如此互相影

響而成為一個循環。 
因而對類似新竹科學園區之設置，對外來人口究竟基

於什麼樣的因素意願遷入新竹地區呢？而園區吸引人口移

動同時，工作區位的可及性與人的可性是否會牽動員工居

住選擇呢？顯然地，這些問題對於都市規劃者具有關鍵重

要性，而這些規劃者的主要工作是在空間紋理上促進經濟

效率與社會公平。因此本研究擬從空間向度與時間向度的

角度切入，探討科學園區不斷轉型的過程中，科技人才有

別於傳統產業對地方社經空間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過程，進

一步以可及性探究園區員工對於居住與通勤呈現在空間型

態上的關係，冀望從中瞭解科學園區發展過程中關鍵因子

為何，以作為未來科學園區設置與地方發展的政策參酌。 
關鍵詞：新竹科學園區、科技人才特質、空間演化變遷、

認同鄰近性 
HSIP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growth centre of the area. 

It promote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d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levant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investment.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raised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 areas, therefore resulting in relatively 
advantage and inferior competitive patten; on the other hand, 
change of population, industries, income in the region by trip 
generation, trip distribution, modal split and network 
assignment, made the transportation demand change.  

Therefore what kind of factor for establishment such as 
HSIP will make population move into Hsinchu area from other 
places? And the park attracts population to move at the same 
time, will the lo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people accessibility 
influence the talents choose jog and housing? Obviously these 
questions have crucial importance to urban planners. HSIP that 
build on 1980 has Have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has been resulted great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society and economic. In tern of space-time 
dimension, we used image maps of Aerial Survey Office to 
analyze evolution of park in different periods. We exam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and commuting that presented in 
the space, and expected to understand critical factor though 
processing of HSIP development.  
Keyword: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attitude of 
talent, spatial evolution, identified proximity 
二、研究緣起與目的 

1980 年代初期台灣第一個設立的新竹科學園區，直到 

1990 年代末期，在科學城的發展議題以及園區人口快速成

長的帶動下，新竹區域在園區地方發展上才逐漸凸顯其利

基，如此也呈現出現階段的科學園區與都會化區域環境的

需求與關連。 
科學園區被視為地區或區域之成長極，能引導區域成

為創造財富與高價值工作機會應以技術為基礎的卓越科學

研究成果，以及新興產業技術的發展為主，然而主要科技

廠商的吸引與保留，以及地方科技廠商的創造與培育，在

高科技發展中主要資源是高度熟練的科技人才，生活品質

已成為科技園市在區域發展策略中一個主要的競爭特點，

高科技產業以傾向於在他們自己的區域中，建立並提供高

生活與工作環境的品質，以確保能吸引和留住高科技人才

(Smilor et al., 1988; Oakey, 1981）。 
本研究從探討園區科技社群的個體特質之鄰近性與定

住區位兩者間的關係，建立適當的分析架構來分析、解釋

科技社群定住區位變遷、都市的實質環境與社會結構之間

的複雜關係，進而建立高科技地區之空間發展模式。因此，

本研究先從空間向度與時間向度的角度切入，探討科學園

區不斷轉型的過程中，對地方社經空間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過程，希望從中瞭解科學園區科技社群定住選擇過程中個

體關鍵影響因子，在其它地區發展科學園區這樣大規模的

投資時所需要考量定住區位設置問題，提供政府相關單位

擬訂住宅政策，或民間開發業者進行不動產經營管理時之

參考依據，以避免土地使用不經濟、公共設施缺乏等現象

發生。故此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一) 透過研究空間四階段時期之變遷，在科學園區對周邊地

區產生極化過程中，分析新竹地區定住空間向外擴張與

結構改變之情形； 
(二) 從竹科高科技社群的定住區位決策之個體鄰近性（內部

與外部鄰近性），解析其對工作－居住區位抉擇之關鍵

因素，並建立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模式； 
(三) 建構社區住宅空間（空間鄰近性）與科技社群購屋個體

鄰近性之關聯性，一方面探究其對於高科技地區空間結

構之影響；另一方面，審視科技社群定住區位，選擇是

否考量空間聚集效益。 
三、相關文獻探討 

(一) 高科技地區實質空間發展 
產業在都市經濟、人口成長的歷程中，提供都市成長

的動力來源，因此科學園區經常被視為一都市成長極，透

過重點建設的投資，促使產業升級，同時並帶動地方相關

產業及工商業的發展，而都市的成長，將影響該都市內空

間結構系統的變動。都市空間脈絡在都市研究領域中屬於

空間架構關係之探究，在檢視園區與周邊地區空間脈絡

時，就「核心—邊陲」模式建立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模式，

並以用實質環境結構的觀點來進行剖視空間發展因素。 
(二) 創新與空間－科技社群鄰近性之探討 

一般而言，Friedman（1966）的「核心－邊陲」空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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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可以解釋大多數的區域空間發展，但是對於引發區

域極化產生的關鍵觸媒或作用卻沒有進一步的解釋。從科

技人員工作流動的觀點來看，在轉換工作後還是會傾向選

擇在園區周邊的知識密集型服務業或研究機構，因為他們

可能無法捨棄建立已久的知識創新網絡。因此，本研究立

基於科技人才必須依附在「創新知識」的體系與環境下，

當科技人員有購屋或換屋的需求時，是否其居住區位選擇

的空間範圍受到學習互動與創新的鄰近性的影響，但在此

之前必須先認知知識創新環境之形塑探討互動學習與創新

的鄰近性相關向度對於科技人員的重要性。 
(三) 定住區位決策過程模式 

早期的定住區位研究中多著重在住宅價格的估計並探

討其影響變數，大多採用住宅價格來衡量，將經濟因素視

為定住區位選擇之主要影響因素。而科技人員選擇某一住

宅，所獲得的是一種非實質性的利益－服務、效益、體驗

等，在一連串的動態過程中，科技人員直接參與並使用經

濟財貨與勞務的行為，事實上就是消費者行為。因此，將

消費者行為理論應用至科技人員行為的層面時，探討的便

是科技人員在選擇定住區位選擇、使用與表現出的行為，

並將科技人才知識創新鄰近的概念帶入到定住區位選擇的

模式中。因此，本研究首先瞭解消費者行為理論的基本概

念，比較各種模式的優缺點，並選擇以 EKB 模式中的「選

擇程序」作為方法基礎，進而修正調整成科技人員定住區

位之模式，並結合鄰近性的概念。 
(四) 個體鄰近性與定住區位 

科技人才為了降低知識外溢成本，在互動學習與創新

上有賴於空間鄰近性、認同與社會鄰近性，為了試圖瞭解

與建構這三種鄰近性在科技人員工作－居住之間關聯性，

本研究透過「科技人員定住區位決策模式初步架構」（圖 
2-3-2），將認同與社會鄰近性的理論建構在資訊的內部與外

部搜尋過程中，以逐步解析鄰近性對於定住區位之關連性。 
基此，本研究以下仍須對於資訊的內部與外部搜尋簡

短地說明，以區別科技人員與一般購屋者的差異。住宅購

買型態屬於高度涉入且複雜的購買行為，因此在資訊搜尋

的過程中愈顯重要。資訊搜尋的來源可分為內部搜尋

（internal search）與外部搜尋（external search）（Bettman, 
1979; Engel et al., 1993），內部是以既有的經驗與消費文化， 
使用者記憶中經常對許多產品有某一種程度的認識，當要

進行決策時，使用者會專心致力於內部搜尋，當內部搜尋

的資訊不足時再進行外部的搜尋。Hawkin et al.（2001）亦

表示從長期記憶中搜尋相關資訊的過程稱為內部搜尋，若

內部搜尋無法解決問題，則搜尋過程會轉移至外界，這種

情況稱為外部搜尋。國內相關實證文獻（彭新淼, 1976; 洪
天元, 1987; 黃錦玲, 1994）研究中所考慮之購屋資訊來源以

外部搜尋資訊為主，包括有電視廣告、報紙廣告、一般雜

誌廣告、戶外招牌廣告、房地產專業刊物、房地產宣傳單、

親友介紹、房屋仲介公司、國宅處公告、建設公司寄送的

說明書、房屋銷售人員解說以及電台廣播，而對於內部的

資訊搜尋的探討仍尚未涉及。然而，在市場潮流的趨勢下，

新竹地區的不動產業者及設計者多積極引入西式風格來創

造其住宅產品的價值，並透過廣告宣傳推銷美式的社區意

象，以此營造出能為高科技人員接受的家園自明性（吳 
綱立, 1999, 2002）。顯然地，科技人員在定住區位的內部資

訊搜尋上，認同鄰近性的可能是吸引高科技人才及科技廠

商在台灣生根發展的主要誘因之一。 
四、園區與地方的空間結構變遷 

回顧高科技地區空間發展理論，Friedman（1966）的「核

心－邊陲」模式主張中，主要成長極的持續擴張，對外圍

區域帶來催化性的衝擊，園區提供的就業機會對周邊地區

產生吸引作用使人口開始大量集中。因此，在新竹科學園

區成長同時，也將對周圍地區產生影響並使其改變，而新

竹地區居民的居住型態亦從首要型（primacy）逐漸轉變成

中地階層型的常態化。此外，在傳統區位理論中相當強調

距離的重要性，在技術方面的突破下提升了運輸方式，克

服距離所需要的時間花費大為減少而產生了「時空收斂」

的現象（Janelle, 1969）。從土地開發者進行新建住宅的開發

行為可知，新竹地區的發展已經由原始的園區周邊為主的

核心社區逐漸向中心外圍近郊發展，並且有蛙躍式

（leapfrog）發展的情形。 

 

園區在成長的過程中可分為四個時段，分別為園區設

立前（1980 年以前）、園區成長期（1981-85 年間）、成熟

期（1986-93 年間）及穩定期（1994-03 年間）等，人口成

長變遷所依據的統計資料中，得知地區發展在不同時期有

成長與衰退的現象，且園區對於周邊地區人口已呈現出強

烈吸引聚集之影響。 
然而，空間的發展並非無限制的擴張蔓延下去，科學

園區進入到成熟階段時，新竹地區人口仍維持 1.5％～2％
的成長，不過定住空間擴展的現象已逐漸趨於減緩，其空

間範圍僅止於在竹南、頭份、新豐與湖口等次核心地區。

雖然新竹科學園區第四期基地的竹南、銅鑼已進入營運生

產，但周邊地區尚無相關技術基礎設施以及成熟的生產網

絡，因此技術支援與人才提供仍必須依賴新竹科學園區。

而這似乎透露出新竹地區空間成長的範圍受到園區創新網

絡知識外溢的「拉力」作用。 
五、園區定住空間變遷 

(一)科技社群定住區位決策與鄰近性之關係 

從相關文獻探討中瞭解到倚賴知識的科技社群，其知

識外溢透過非正式的互動而建立彼此間的社會網絡與共同

的學習文化鄰近性。而這樣的鄰近性關係是否會從工作地

方延伸至定住區位之選擇；亦即對於園區知識網絡、地方

環境認同而依附於居住環境行為之內部鄰近性（社會、認

同鄰近），此種方式行動的來由取決非實質環境與個體行為

互動的歷程。此外，科技社群在找尋相關資訊的過程欲使

圖 1  新竹地區歷年群落空間發展網絡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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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付出的努力減到最小，以獲取住宅資訊學習而能直接

評估居住環境之外部鄰近性（認知鄰近），此種行為有助於

科技社群達到長期性的預期水準（即購買到理想中的房

子）。因此，透過科技社群內、外部之鄰近性向度以回應「為

什麼是這樣的定住區位」之問題。 
基於空間鄰近性雖非引發學習既非必要條件，但是卻

可能有助於刺激其它鄰近性向度（Boschma, 2005）。因此，

當定住區位超越知識學習互動的空間範圍時，是否意味著

科技社群必須花費更多時間在工作－居住通勤上，因而降

低或損害社會、認同鄰近性向度。另一方面就區域空間發

展而言，從上一章新竹地區四個時期的空間變遷分析發現

到，受到竹科極化效應的影響下之人口仍持續地成長，但

是區域空間的擴張情形卻是逐漸趨於減緩。假使科技社群

在定住區位上受到內、外部鄰近性相互作用而在地理空間

上必須鄰近科學園區，如此可以推測區域空間的發展可能

與個體鄰近性產生關聯。 
基於上述兩項研究課題與研究架構，本研究建立下列

二組虛無假設，以調查取得的資料依檢定工具予以驗證： 
假設一（H1）：個體鄰近性對於購屋的資訊搜尋無顯著相關 
假設二（H2）：個體鄰近性對於對於空間鄰近性無顯著相關 
(二)問卷調查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對象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員工為主，而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主要廠商則可分類為六大科技產業，

分別是積體電路、電腦及周邊、通訊、精密機械、光電與

生物技術等，其他尚有相關之管理及研究機構（如：科學

園區管理局、精密儀器中心等）及各種服務類機構（如：

銀行、餐廳、警安、海關與倉儲運輸等）。而在所有的科學

園區員工中，科技產業之員工有著不同於其他群體之特

性，因此本研究以新竹科學園區之科技產業員工為調查對

象，由於服務業人員並不屬於高科技產業之員工，故並未

將其納入本研究之中。 
本研究依據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所公布之 2005 年科

學園區各產業員工人數資料。鑑於新竹科學園區總員工數

為 111,583 萬人，由於母體過大，限於研究時間、經費及

人力的考量，因此採簡單隨機抽樣方式進行。樣本大小方

面，以 90％的信賴區間，可容忍誤差為 5％，母體比率 0.5 
來推算最大可能樣本數 N。 

 
(三)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的園區科技社群包括有從事技術密集型的研發

技術部門、以及勞力密集型的操作部門、行政部門等。由

資料可以發現到 G2、G3 與 G5 屬於技術密集型科技人

才，其年齡的分佈分屬老（36～40 歲）、中（31～35 歲）、

青（26～30 歲）三代，其定住區位之選擇與胡太山、解鴻

年（2004）科技人才三階段住所選擇的結果有所呼應，顯

示這三個定住變遷集群應存在著時序上的演化關係；初期

到園區工作的科技人才多為剛進社會的新人，由於居住區

位選擇選擇以園區周邊為主，符合高科技產業講求時效特

性，促使就業者依附高可及性；到了中期，家庭類型以夫

妻兩人與小家庭為主，居住地區以次核心地區之竹東、竹

南、頭份等地區，若有萌生生育小孩的念頭，選擇的區位

會以小孩就學方便為主；最後到了末期時，科技人才的家

庭型態以小家庭居多，由於年紀已趨成熟對玩樂興趣減

少，要求高品質的生活，區位選擇以環境幽清生活品質較

佳之香山區、寶山鄉為主。 
此外，另一群屬於勞力密集型的科技社群（包括有 G1、

G4），家庭結構大多是以夫妻二人或是小家庭為主，其有異

於技術密集型科技社群遷移型態而傾向於選擇以新竹市

區、竹北等核心社區居住。因此在新竹地區定住空間的變

遷過程中，技術密集型科技社群可能擔任區域成長主要的

「推力」角色，其因素可能為考量到近郊社區的優質生活

環境，抑或次核心社區房價相對於核心社區較為低廉，再

加上近年來交通基礎建設陸續興建完成，促使園區與居住

地區之間的可及性增加。 

表 1 定住區位各群組特徵之彙整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高科技地區定住空間發展模式之建構 

Friedman 模式的區域空間發展在核心與邊陲區間產生

反洗與退化、擴張與模仿的互依關係，提出獨立的地方中

心期、單一核心期、多核心期、都市機能互依期等四個空

間組織的整合階段。新竹科學園區與周邊地區在區域發展

中居於核心地位，因聚集經濟的利益，使都市規模不斷擴

大，亦由於都市規模急速擴張，造成都市內住宅不足、交

通擁擠、公共設施不足等問題，人口與住宅發展透過交通

可及性高的地方向外蔓延。就產業社會化網絡關係而言，

新竹科學園區為經濟活動專業化的網絡基地，其整合了相

當多且多樣性的地區性勞力，為區域發展主要關鍵之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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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效益逐漸增加的節點。在歷經二十五個年頭的空間

蓬勃發展，促使核心與周邊地區不論是創新研發或是定住

區位的選擇都保持相互連繫和緊密社會網絡關係。 
從人口成長、住宅發展與交通運輸興建的情形來看，

園區設置前之群落空間發展（1980 年以前）屬 Friedman 模
式的第一階段，每一個地方中心各自獨立並處於定靜平衡

狀態。Friedman 模式第二階段為 1980 年園區設立至 1993 
年左右，依園區發展的狀態可分為前、後二時期；首先，

園區設立初期約到了第五年後極化效應才開始慢慢地發

酵，區域的資源向核心集中，而園區提供的就業機會對周

邊地區產生吸引；在第二個五年，極化效應盛行並波及至

近郊社區之香山、寶山地區，使人口開始明顯大量集中，

亦促使地區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園區發展到現在的最後

十年則是屬於 Friedman 模式的第三階段，由簡單結構逐漸

變為多核心結構，此時進入園區發展的成熟時期，形成次

核心社區。由於交通網絡建構完善，尤其是交流道的數量

從上一階段的 5 處遽增為 15 處，交通路網的可及性成為

都市擴張成長的「推力」，而知識密集型科技社群因考量到

郊區社區的優質生活環境，或是次核心社區較低的房價，

在空間演化上則是擔任其中的關鍵角色。 
雖然園區發展已進入到 Friedman 模式的第三階段，但

是園區的極化作用仍大於潤下作用，而有鑑於知識經濟所

依賴創新活動之特性，強調空間鄰近性、地方化學習網絡

等，使園區周邊的發展進程明確呈現量產、培育與研發機

能之緊密網絡鏈結（胡太山 等, 2002）。相較於次核心社區

的竹南、頭份地區，竹科第四期竹南基地的設立，除了考

量目前竹科發展用地不足之外，亦是希望透過成長極的加

乘作用，以帶動苗栗縣的整體發展；然而，在缺乏技術基

礎設施以及緊密的知識社群網絡下，受到園區社會網絡、

地方認同強烈的依附，使整體區域的空間發展停滯在

Friedman 模式第三階段並逐漸趨於相對的穩定。 

 

 
 

 

 
圖 2 新竹地區空間發展變遷與Friedman 區域發展模

式對照圖 
 

六、研究成果 
園區的發展與人口成長之間的關係密不可分，從空間

演化的觀點推論出人口有沿著高速公路發展與交流道設置

的趨勢，但是高科技區域之空間發展並非永無止境地持續

擴張，應該會存在一空間界限。因而，在個體之內、外部

鄰近性兩種不同路徑下，科技人員定住區位抉擇所產生的

空間演化變遷現象所隱含呈現的，即是受空間可及性推

力、與個體鄰近性拉力的作用。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興建

完工以及交流道陸續通車，提高新竹地區之南北和東西向

空間擴張，促使新建築宅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出現；但另

一方面在工作區位上，高知識密集型科技社群傾向於依賴

從園區的知識源互動學習（社會鄰近），並在非正式互動過

程中共享相同文化習性和價值（認同鄰近），而在購屋資訊

找尋上亦會透過園區伙伴的協助和諮詢（認知鄰近），這些

因素皆會導致科技社群必須在空間鄰近上適度地接近科學

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之創始模式是藉由單一成長極據點規劃

開發與投資，並輔以區域內相關學技術機構培育科技人才

與技術引入，進而產生外溢效應而帶動新竹地區之發展。

然而，園區極化效應的持續擴張，亦對於周圍區域帶亦產

生催化性的衝擊。就新竹地區四個階段的社經空間發展而

言，園區成長期時（1981-85）園區極化效應並不明顯，核

心都市的擴張主要是受到核心都市郊區化與工業化的影

響，主要成長帶分佈在新竹及頭份交流道周邊、台一省道

沿線（湳雅、舊社）、以及園區周邊三處。 
直至 1990 年代初期園區進入成熟期（1986-93 年

間），帶動了新竹地區三級產業的活絡，相對於製造業人口

也日益增加，促使其它區域人口往新竹地區集結。受到房

地產與北二高建設的預期心理影響，人口遷入至區位較

佳、房價不高之竹北、竹東，以及考慮優質居住生活品質

的香山、寶山一帶。到了穩定期之群落空間發展，各項交

通基礎設施紛紛完工通車，雖然區域人口持續增加，但空

間擴張卻已逐漸趨於緩和，人口與住宅多數集中在前一期

的發展地區，像是緊鄰新竹市的湳雅、金華、光華地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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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北斗崙地區。 
過去研究也（林淑萍 等, 2003; 沈道剛, 2002; 洪芳傑, 

2000）指出不同型態的科技人員對於居住環境品質，包括

區位可及性、社區環境品質、以及住宅機能會有不同的偏

好。然而，在新竹地區空間演化從核心社區到郊區社區，

並藉由交通路網可及性向外擴至次核心社區的同時，產生

出不同居住區位屬性條件之地區，這亦觸發了不同型態的

科技人員居住空間遷移的依附產生。在新竹地區定住空間

的變遷過程中，由於技術密集型科技人員考量郊區社區的

優質生活環境，或是次核心社區較低的房價，因此對於區

域空間擴張扮演主要的「推力」角色。 
然而，新竹地區人口仍維持每年 1.5％～2％的成長，

在如此的成長趨勢下對於空間的發展並非無限制的擴張蔓

延下去，其空間範圍目前僅止於在竹南、頭份、新豐與湖

口等次核心地區，並且停滯在 Friedman 模式的第三階段，

逐漸趨於相對穩定狀態。由於次核心地區尚無相關技術基

礎設施以及成熟的生產網絡，因此在技術的支援與人才的

提供仍必須依賴新竹科學園區，亦即新竹地區空間成長的

範圍受到園區創新網絡知識外溢的「拉力」作用。 
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各村里之人口、新建住宅、私人推

案等數據資料，比較分析空間聚落發展之趨勢，但由於諸

如航照圖的攝影時間不一致、「月推案統計表」僅只有 1990 
年以後的資料，甚至寶山鄉與竹南鎮因管理上之問題遺失

一、二年的人口資料等，因而使空間變遷結構之探討頗受

限制；其次，其它經濟面向的考量諸如園區產業聚集性、

專殊性及廠商間之互動性關係，應可促使新竹地區空間變

遷結構之建置更臻完整。 
由實證分析中可得知，各居住地區的科技族群的屬性

不同，其購屋動機與購屋資訊亦有所差異，因此不動產業

者應確認訴求之對象進行行銷，故不動產業者應了解及確

認科技人員之需求，以利進行產品定位及規劃，研究中亦

發現大部份科技人員非常用功做好事前資料蒐集，會把目

前市場上的所有個案都逐一比較，並且會成立網路家族相

互傳遞居住區位相關訊息。科技人員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將

房地產個案視為科技產品，務求理論和數據的支持，力求

精確掌握，故不動產業者可利用網站進行行銷較能達其效

果，現今網路資訊普遍，但消費者利用網路取得消息來源

者較少，可能礙於網上族群多為年輕人，較無購屋能力，

亦可能代表網路交易安全不夠健全，故不動產業者可積極

建立網路虛擬實境系統並保障交易安全以增加客源。 
新竹科學園區一直為其他科學園區發展的借鏡，新竹

地區近年來的發展快速，多項建設的開發及相關指標均指

出新竹市的發展已超越同級省轄市，甚至逐步追上台灣三

大都會區之趨勢，放眼未來，新竹地區之多項建設規劃案

將促使新竹地區成為台灣北部的次區域中心，並且隨著新

竹科學園區所延伸出之衛星園區而逐漸由單核心轉變成多

核心發展。然而，從科技人員的居住區位決策因素分析中

發現到具有高度知識與技術的外來科技類群對於當地地區

而言，每天往返路線只在園區、住處間來回，而新竹科學

園區對於新竹地區而言是屬於竹科人的飛地（enclave），這

只會形成當地居民與竹科人的對立。因此，地方感、文化

完整性、地景脈絡與草根性（rootedness）對於具有多元文

化的視野的都市規劃者是必要的。 
如果我們認為科技園市是來自世界各地居民的家鄉，

則它應該不僅是生產主要技術的地方，也應是試驗不同文

化生活型態的地方。以下列出將美國家園根植台灣文化脈

絡的管理策略。 

（一） 鼓勵新興發展以整合現有的城鎮或城市，而非獨立

鄉村的延伸； 
（二） 在市區住宅區內提供安全的大眾運輸； 
（三） 建立城市為文化和生態關懷的教育環境。例如，幫

助在不同種族假日建立多元文化的節日景觀； 
（四） 鼓勵混合土地使用的模式，像是住商混合； 
（五） 促進多元文化的購物中心； 
（六） 為不同的家庭型態（如三代同堂家庭）提供不同的

房子和花園類型，並為社會互動設計有潛力的地產

邊界（property boundaries）。 
本研究乃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至今，對其周邊

地區的空間結構作歷程性的研究，其在時間面向上本具有

空間發展的延伸性特質，因此在隨航照圖等相關資料的更

新與補足的過程裡，就認知主體的基礎上，將有助於更進

一步的瞭解到關於其都市空間結構之發展軌跡和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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